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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１９６１年故宫博物院革命性改造的
历史考察＊

徐　玲

［摘　要］１９４９—１９６１年，传统王权宫殿和原中华民国国家博物馆的双重身份，使故宫博物院的改造问

题变得异常复杂。这表现在，既有如何处置传统皇权建筑、收藏等物质层面的历史性，又有如何调整中华

民国博物馆陈列模式以期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的现实性两方面问题。实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不仅在故宫博物院空间改造问题上表达了鲜明的政治态度，同时在陈列模式、藏品体系上赋予了新的社

会主义文化内涵，用“人民性”置换了传统的“皇权观”，完成了故宫博物院的革命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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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５年，故宫博物院建成开放，以公共博物馆的形式重构了清室宫殿和收藏的性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故宫博物院的性质问题再度引起关注。经过从建筑空间、陈列模式到收藏体系的一系列
革命性改造后，故宫于１９６１年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预示着故宫博物院获得了新的
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身份。考察１９４９—１９６１年故宫博物院的改造历史，是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国
家文化重建和博物馆文化转向的有效途径之一。囿于学科分割，从革命性改造角度探讨此时段故宫
博物院历史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①。在此，分别从１９４９年后故宫博物院改造问题的提出和初步处
置，故宫博物院的改造定位和目标，故宫博物院空间、陈列模式和收藏体系的调整，以及故宫博物院革
命性改造的意义等方面，历史考察１９４９—１９６１年故宫博物院的革命性改造。

一　１９４９年后故宫博物院改造问题的提出和初步处置

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北平和平解放。３月６日故宫博物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
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接管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央性博
物馆之一。
故宫博物院方面，因平津战役，早在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４日“院中及太庙、景山”等处已暂停开放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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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博物馆史研究（１９４９—１９６６）”（１８ＢＫＧ０３９）。

已有故宫博物院院史的研究多集中于民国时期，代表性成果有：季剑青《“私产”抑或“国宝”：民国初年清室古物的处置与保
存》（《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６２～８１页），从收藏属性方面探讨了早期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合法性问题；郑欣淼《故宫
博物院与辛亥革命》（《故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６～２２页），论述了辛亥革命和故宫博物院成立之间的关系，认为
故宫博物院是辛亥革命的另一项重要政治成果；李文儒《从皇宫到故宫到博物院———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年》（《故宫博物院院
刊》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６～１３页），讨论了促使从皇宫到博物院转变的政治因素；徐婉玲《博物馆与国家认同之建构———以故
宫博物院开院为中心》（《故宫学刊》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３９６～４１３页），探讨了故宫博物院与民国时期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

１９４９年后故宫博物院历史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对本文启发较大的文章是卫东风等《改造和整顿时期中国博物馆展览活动
案例分析》（《中国博物馆》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９１～９７页），讨论了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故宫博物院陈列展览的改造问题，认为改造
后的陈列形式整体进步了。

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于１９４９年１月１日，下设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作为文化接管委员会内设机构之一，负责北平
文博单位的接收、整顿等管理工作。１９４９年６月６日，文物部划归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后改称文物处。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日，

文化部文物局成立。文物处工作转交文化部文物局。
《马衡日记附诗钞：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４日，北京：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１页。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韩寿萱、裴文中、唐兰、王重民、金毓黻、向达①等人与马衡见面“谈博物、图书等社
交机关及考古事业今后应取何态度”②。马衡还通过在文化接管委员会工作的次子马彦祥打听文博
单位的接管政策。北平和平解放当日，除向达外其余几位再次聚谈，“寿萱、文中、立庵、有三、静庵来
商博物、图书等馆新方案”③。此次商议的“新方案”，应是几位北平文博单位领导对文物部新部署的
回应。２月２日，马衡已经得知接管故宫博物院者为尹达、王冶秋等，开始积极准备交接材料④。２月

１３日，在北平图书馆召开博物馆图书馆二协会联席会议，“通过《从事图书馆博物馆及考古工作者的
意见》一议案，俾建议于文化接管委员会”⑤。３月６日，马衡参加文物部召开的故宫博物院接管大会，
表达了自己的拥护之意。文物部通过早期搜集的信息，评价马衡是“德高望重、热爱文物如生命、政治
上进步的院长”。因此在接管大会上，尹达郑重宣布马衡留任院长，全体工作人员原职原薪⑥。
新形势下，故宫博物院性质、任务的定位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接管大会上，尹达宣称在人民当

家作主的中国，故宫博物院获得新生，成为“人民的博物馆了”。３月１６日，北平文化接管委员会邀请
郭沫若、翦伯赞、田汉、楚图南等４０余位文化界人士座谈故宫博物院性质、方针问题。会上翦伯赞认
为故宫博物院的新变化应是“文物由士大夫阶级转到人民手里”；田汉发言称故宫博物院今后更重要
的任务“应使人民从故宫看到历史”⑦。１９４９年４月，文物部宣布故宫博物院新的业务方针是：“要利
用文物为教育人民之工具，以启发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并协助国家建设事业为工作之目
标。”⑧１９４９年８月，裴文中再次强调故宫博物院等博物馆现在及将来的任务“须配合政策，适应要
求”⑨。

１９５０年初，文物局为了解全国博物馆机构的实际情况，开展全国博物馆调查工作�10，共向全国发
出《博物馆概况调查表》１５７份，收回调查表２１份�11。调查内容除博物馆一般业务外，还涉及各馆的群
众工作、发展计划及困难问题等。文物局综合研究调查材料后，向文化部提出“恢复和改造原有博物
馆，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12，尤其需要重点改造的是文化部直属的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两馆。文
化部先明确了全国博物馆的改造目标：“博物馆工作的目标是要具体的表现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
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最高成就。旧有博物馆正依据此目标加以改造，新创立的，本此目标而迈
进。”�13郑振铎补充解释说：“怎样把博物馆服务于劳动大众，是我们当前的最大的任务和目标。”�14王冶
秋进一步提出，“故宫博物院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充分发挥爱国主义的教育作用”�15。作为回应，马衡
在庆祝建院廿五周年纪念报告中，将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称为故宫博物院的“革新期”，呼吁“同人循此方向
努力学习，为人民服务”�16。“整理与改革旧有博物馆”使其成为进行群众教育的重要工具，成为１９５０
年文化部工作要点之一。在文化部１９５１年工作规划中，明确故宫博物院要继续“改进陈列方法，加强
群众工作”�17。１９５１年１０月，文化部颁布《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中明
确规定：“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博物馆使人民大众正确认识历史，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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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寿萱，留美归国的博物馆学家，时兼任北平历史博物馆馆长；裴文中，留法归国的史前考古学家，时参与北平历史博物馆的
管理工作；唐兰，著名青铜器专家，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王重民，图书馆学家，时主持北平图书馆工作；

金毓黻，时任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主任，随该筹备委员会古物、图书迁景山寿皇殿暂住北平；向达，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③④⑤⑨�16　《马衡日记附诗钞：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１月３１日，２月２日，２月１３日，８月２３日，１９５０
年１０月１０日，北京：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８、４０、４１、４４、８０、１５６页。

⑧　于坚、任昉：《接管故宫前后》，《故宫学刊》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７２～８７页。

国家文物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１９４９—１９９９）》上，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页。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关于博物馆实际情况调查的通知》（教秘权字第８２号）（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９日），天津市档案馆藏，

档号：１９８　３４１。
《我局展开全国图博文物调查工作》，《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０年第１期，第３１～３２页。
《一年来文物工作概况》，《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１年第１期，第１～２４页。

郑振铎：《一年来“文物工作”纲要》（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８日），国家文物局编：《郑振铎文博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

６９～７０页。

郑振铎：《怎样把图书馆、博物馆服务于劳动大众》（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国家文物局编：《郑振铎文博文集》，第９４页。

柴章骥、蔡学昌：《杰出的创业者》，国家文物局编：《回忆王冶秋》，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５页。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一九五零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１年第６期，第１１～
２２页。



识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与生产热情。”①尤其强调原有博物馆改造时，必须清除原陈列中缺
乏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的封建性、殖民地性糟粕，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举办新的
陈列展览等。１９５１年１２月，文化部召集故宫博物院院内外专家举办两次座谈会，专门研讨故宫博物
院陈列展览的改造计划，初步确定了综合陈列、原状陈列、专题陈列和临时陈列四种形式。

１９５０年２月，随着北平更名为“北京”，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更名为“国立北京故宫博物院”。

１９５１年６月，又更改名为“故宫博物院”。机构方面，被接管早期文物部有把其他博物馆机构并入故
宫博物院的提议。１９４９年３月，在文物部召开的文物座谈会上公布讨论的几个草拟方案中，有历史
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合并的议案。对此，马衡明确反对：“谓本院所接收、保管、整理者，完全为清宫建
筑及其文物，非清宫旧有者不在此列。”②认为要维护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特殊性。１９５０年６月，文化部
颁布《国立北京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指出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各有特色，不宜合并。１９５１
年５月，故宫博物院全面调整了建院以来的内部组织机构，将原有的古物馆、文献馆、图书馆和总务处
调整为陈列、保管、群众工作及古建筑管理等部③。其中群众工作部的设立，最能体现“人民的博物
馆”新方针。人事方面，１９５２年５月马衡“因事调到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离开院长职位；１９５４年６
月，革命出身的中共华东分局副秘书长吴仲超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

二　故宫博物院的改造定位和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文化重建工作是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重要任务之一，即通过新文
化建设在“新”“旧”中国之间划出明晰界线，从而使人民结束“过去”，认同“当下”④。在以“新中国”
“人民性”“革命性”为关键词进行划分后，包括博物馆在内，与新文化建设目标不符的原有文化机构或
现象的改造成为国家新文化建设的题中之意。

１９４９年被接管的故宫博物院，是合并了民国时期北平古物陈列所的新故宫博物院。而北平古物
陈列所藏品多是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等清室古物。新故宫博物院，是收藏清室古物最多的博物
馆，囊括了数十万件古物、数十万册皇家典籍、数百万件明清档案，以及下辖除北平历史博物馆使用的
午门城楼、端门及其两侧房舍外的紫禁城、景山、太庙、大高殿、皇史宬、皇堂子等皇室建筑，这些无不
是承载着浓厚皇权和帝制信息的特殊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人民的政权，为了彰显“人民性”，故
宫博物院及其收藏、建筑等性质的改造成为必然。
故宫博物院收藏性质争议由来已久。即使在１９２５年故宫博物院建成开放后，围绕其收藏是“珍

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是“封建腐朽势力的象征”的争执仍未停止。１９２８年，经亨颐就以封建遗留之
物不宜以博物馆形式继续存在为由提出废除故宫提案。经马衡、张继等大力驳斥后，国民政府行政院
通过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案》⑤，从法律层面重申了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国有文化遗产属性。此后顾
颉刚又从学术研究材料角度提出，“这些荒谬和残忍的遗迹却是研究的最好的材料，因为它们能够清
楚地表出历史的情状”⑥。这就进一步淡化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封建王权性。

１９４８年底将负责全国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郑振铎致信夏鼐称，“故宫所藏，因为流传有自‘国
宝’”⑦，坚持了国有文化遗产观念。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６日，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称，
“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它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⑧，从
文化价值上强调故宫保护的重要性。但是，随着人民共和国意识的逐渐强化，皇权文化在新政治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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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为阶级压迫的符号。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在人们意识中直接与“恶”“压迫”划上了等号，甚至“有的
干脆把文物当作封建遗毒，错误地认为是应该加以破坏的”①。
此时针对故宫博物院皇室建筑的空间属性之争同样复杂。尽管著名学者梁思成在１９５０年已从

“人民的博物院”角度肯定了故宫建筑的文化价值，“这一切建筑体形的遗物都是古代多少劳动人民创
造出来的杰作，虽然曾经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所专用，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是我们大家的民族纪念
文物了”②。但是，当时社会上对故宫博物院作为博物馆的功能缺乏认识，更多关注的是故宫建筑的
封建皇权性，“曾经是封建统治者发号施令地方，也是满足了各朝帝后无耻地享乐和私欲的场所”③。
于是，大量针对故宫建筑的批评和改造诉求出现。并随着新城市建设，逐渐集中到了故宫博物院建筑
的拆除改建上来。对此，梁思成多次强调故宫等古建筑在人民政权时代，已不再是“压迫人民的工
具”，而是“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美好的生活而服务了”④。“把北京城整个当作一个大博物
院来加以保存”的观点受到公开批评。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
通十分不便。”⑤随后，北京市规划局拆除故宫北上门和东西连房的举动，引发各界对古建筑保存问题
的大讨论⑥。１９５７年张伯驹向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提出：“确定紫禁城为故宫博物院范围，绝对不
得拆建或开修马路。”⑦但是，很快北京市文化局在《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
告》中，批评故宫博物院的清规戒律多，“不准动原状，不准用灯光，各次陈列迁就主要宫殿”等，导致博
物馆“分散零乱，多而不精，参观极不便利。而且对封建落后的陈迹不能大力铲除，保留得过多”，主张
对之进行革命性改造，以便“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面貌”⑧。
针对故宫博物院的整体改造规划，文化部重新定位其为艺术类为主的博物馆，藏品以中国美术品

和工艺美术品为中心，计划“把故宫博物院改造成一所大的分类的博物院，以美术品及工艺美术品为
主”⑨。具体计划把故宫建成包括各种类型小规模博物馆组成的博物馆区�10。规划筹建的小规模博物
馆，既包括在故宫建筑空间内筹建独立的新型博物馆，也有在故宫博物院下建立专题馆（室）等。这
样，不仅打破原有故宫博物院单一博物馆的空间布局，同时也带动了陈列模式的变化。
郑欣淼认为当时国家对故宫博物院的改造定位应是另有政治文化深意，“其实质仍是如何对

待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国家对故宫博物院很重视，但皇宫、皇帝与‘封建’的联系仍像梦魇一样使
许多人困惑”�11。故宫博物院改造定位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对待历史与传统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
无生命的建筑和物件在各时期都被重新审视，无不在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和象征性上。紫
禁城作为皇权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并未随皇权的结束而消失，而是以故宫的形式，连带其承载的文
化记忆一并留存下来。１９４９年后国家对故宫博物院“旧物新用”的改造目标十分明确。郑振铎评
价当时故宫博物院留下的“好东西实在寥寥无几”，是一堆“乱糟糟的旧家当”，必须进行改造“使其
能够发挥新的作用”�12。即滤除故宫博物院收藏、建筑的封建性，替换成革命性，使其能够为新的国
家文化建设所用。１９５４年苏秉琦参观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
会”后，指出“这个展览能够让众多的珍宝和谐地服务于现实需要”�13。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此
时期国家博物馆改造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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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故宫博物院空间、陈列模式和收藏体系的调整

戴维·哈维曾提出：“空间和时间实践在社会事物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们都表现了某种阶级
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①作为能够体现社会语境和制度语
境的规定性文化机构，博物馆具有通过特定空间、陈列和收藏等具象化传达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独特功
用。基于此，故宫博物院在新的改造定位下，从空间、陈列模式到收藏体系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造。

空间上，围绕博物馆区的建设规划，在原有皇室建筑空间内放进符合社会主义文化需求的新型独
立博物馆，以淡化故宫博物院封建色彩和民国政府博物馆的意识形态。１９４９年８月，中央军委即有
借太和殿筹设军事博物馆之议。王冶秋建议马衡“将景山全部借予暂用”②。１９５０年国庆节，中央军
委借故宫午门、太和殿、景山大高殿等举办了“战绩展览会”。有观众认为在“巨大宫廷建筑里的成万
件陈列品”，使人感受到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的壮大③。１９５０年８月，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迁入武英
殿、宝蕴楼内办公，并于次年在武英殿举办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展览”④。当时参与办展者称
“在清王朝的宏伟的宫殿建筑空间，展出中国共产党党史陈列”⑤。１９５１年初，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
成立，借文华殿、传心殿和清史馆办公⑥。该筹备处１９５４年与地质部地质矿产陈列馆联合在文华殿
举办了“祖国的自然环境和矿产资源展览”⑦。另外，在故宫内筹建中央民族博物馆的动议也较早。

１９５０年８月，文物局召开筹备民族博物馆座谈会，称建馆目的是“加强兄弟民族的团结”，馆址暂设故
宫博物院⑧。国内各兄弟民族文物展览筹备委员会在保和殿、中和殿筹办“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⑨。

次年１０月，中央民委“以民族展览会名义”向马衡商借故宫房屋为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备处。马衡“拟
以故宫城隍庙借给”⑩。中央民委遂派人“来商民族博物馆筹备处及陈列室地点问题”，马衡答应筹备

处可设在城隍庙，陈列在英华殿举行�11。但不知何故，未见民族博物馆实际筹备消息。

１９５０年后几个中央性的新型博物馆，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在故宫博
物院内设立，并举办新型展览；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备处和中央军事博物馆筹备处尽管未能正式在内建
立，但是也举办了相应展览。这某种程度上落实了使故宫成为博物馆区的改造定位。在空间上，新型
独立博物馆的入驻，尤其是举办的展览，将社会主义革命、民族团结以及爱国主义等时代话语带入故
宫，并赋予其革命性内涵�12。

故宫博物院的专题馆（室）建设同样是空间改造的重要举措。１９４９年拟定的故宫博物院专题馆
（室）调整计划是：“外东路拟改为‘帝、农对比’。南路文化的仍旧，而将帝后生活略为撤除，移至外东
路，后殿则设‘帝国主义侵略史料’陈列室。武英殿改为陶瓷馆。内西路大部分恢复原状，而将怡情书
史布置农民生活，内东路除钟表、书画、铜器外，余皆为手工艺馆。计划于是确定。”�13此处陶瓷、建筑、

钟表、书画、铜器等专题馆建设，目标自然是回应艺术类博物馆的定性。专题陈列室中的“清代革命史
料陈列室”“帝农生活比较陈列室”及“帝国主义侵略史料”陈列则明显为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
而建。

此时期专题馆建设方面，影响较大的有陶瓷馆、绘画馆、国际友谊馆、雕塑馆、织绣馆等。１９５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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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年第８期，第１７８～１７９页。

１９５８年国家将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央革命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新馆建设列入１９５９年“国庆十大工程”。新
馆建成后，先后搬离故宫博物院。１９５９年中央自然博物馆也搬离故宫博物院。



开始筹划陶瓷馆，文化部首先从全国调拨代表性陶瓷文物进入故宫博物院，如１９５０年８月，“派佟柱
臣去沈阳辽阳一代调查古迹，并运沈阳博物院所藏一部分辽金瓷器来京，以充实故宫陶瓷馆的陈
列”①。１９５３年陶瓷馆开放，成为全国最大的陶瓷器及陶瓷工艺参观学习中心。同年建成开放的绘画
馆，作为国家规划的“中国古典美术的宝库”，建馆目的是希望“我国艺术的伟大传统，在瑰丽的古建筑
中发出灿烂的光辉”②。１９４９年文化部调集全国珍贵艺术类文物，在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伟大的祖国
古代艺术展览”。展览后多数书画文物留在故宫博物院，成为绘画馆的藏品基础。此后，持续在全国
收集珍贵书画文物补充绘画馆，“四年来辛勤蒐集我国历代古典名画，精选了从隋唐到明清的杰作五
百多件”③。亲历其事的谢辰生回忆文物局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收购小组，“书画这部分都是经张珩
和徐邦达过目”，征购来的书画全部送给了绘画馆④。建绘画馆的目标是改变故宫博物院的书画收藏
性质，“公开展览，使人人可以接近辉煌的艺术遗产”⑤。１９５４年建成的国际友谊馆，以展示国际友谊
为主题，陈列苏联以及其他民主主义国家送给中国的礼品，包括“绘画、雕塑、陶瓷器、织绣、毛毯、金银
器、漆器、玻璃器、玩具等美术工艺品与珍贵的纪念物等”⑥，一批国际文化交流物件进入故宫博物院。

１９５８年建成的雕塑馆，在郑振铎个人收藏陶俑捐赠的基础上成立，陈列目标是“继承祖先的优秀文化
传统，用以发展当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雕塑艺术”⑦。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日，位于钟粹宫和景阳宫的
织绣馆建成开放，以中国织绣工艺发展史为陈列主题，自商代直至１９５９年。展品中尤其令人关注的
是１９４９年后的新织绣工艺品，如源自古老织绣技术新应用而制造的古香缎、丛美娟等，少数民族日常
生活中的织绣工艺品等，还有农村的挑花绣品等⑧。将民间文化元素带进了故宫博物院，充分显示了
艺术创造的“人民性”，赋予故宫博物院收藏大众的、民族的文化内涵。
专题陈列室建设方面，至１９５４年故宫博物院完成专题陈列室９个，包括“战国综合馆”“清末综合

陈列”“坤宁宫清帝大婚图陈列”“隋、唐、宋、元综合陈列”“长春宫嘉庆时代原状陈列”“重华宫、浴德
殿、葆华殿、嘉庆道光时代原状陈列”“崇敬殿原状陈列”“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综合陈列”“储秀宫
清末原状陈列”等。与专题馆打破原古物随意散乱放置的宫廷原状陈列相比，专题陈列室在按照社会
发展史布置陈列的同时，保留了部分宫廷史迹原状陈列，如长春宫、重华宫、浴德殿、葆华殿、崇敬殿及
此后的延晖阁原状陈列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故宫博物院已设书画、瓷器等专门陈列室，“钟粹宫书画
专门陈列室及景阳宫宋元明瓷专门陈列室同时布置就绪，对外开放。不久，御书房亦改设为宋元明瓷
之扩充陈列室。１１月，承乾宫清代瓷器专门陈列室布置完竣”⑨。与民国时期多依据宫室而设置相应
的陈列室不同的是，１９４９年后故宫博物院则用专题馆形式来集中陈列各种器物，而在专题陈列室设
置上更多关照到故宫博物院的宫廷原状陈列。
此时期故宫博物院的调整是全面的，空间布局变动的同时，陈列模式和藏品体系随之发生变化。

无论是新建的独立博物馆，还是专题馆（室），基本都采用了新的陈列理念，即以教育广大人民为宗旨。
尤其是专题馆（室）的建设，全面贯彻了国家的改造规划，突出了爱国主义等人民教育的使命，如“清代
革命史料陈列室”“清代帝后生活史料陈列室”及“纺织品陈列室”等的陈列都是“增加了带有思想教育
内容的”�10。《人民日报》评价故宫博物院新筹办的专题陈列展览，“此次展览中所陈列满清帝后生活
史料及享用服饰是与农民生活用品对比陈设起来的，把统治阶级的生活与被统治阶级的生活作了尖
锐的对比，使得观众可以得到更深刻的印象”�11。与民国时期陈列意在凸显从专制到共和的对比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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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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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简讯·我局为了开展业务，派员前往各地考察，并在京召开有关博物馆、古代建筑问题等座谈会》，《文物参考资料》

１９５０年第８期，第１７８～１７９页。

③⑤　《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正式开放》，《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３年第１１期，第１３５～１３７页。

谢辰生：《念往事，忆故友》，《中国艺术报》，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９日，第５版。

李鸿庆：《故宫博物院国际友谊馆开放》，《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５年第６期，第１１２页。

饶惠元：《参观雕塑馆印象》，《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８年第１０期，第６０～６１页。

陈娟娟：《故宫博物院织绣馆》，《文物》１９６０年第１期，第３８～４０页。

徐婉玲：《清末民初中国博物馆规划及其实践———以紫禁城为视域的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１５第２期，第１２６～１３８页。

李秀芝：《文物事业的开拓者》，国家文物局编：《回忆王冶秋》，第１２１～１２２页。
《故宫新辟陈列室尖锐对比帝王农民生活》，《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９月６日，第４版。



相比，１９４９年后故宫博物院的陈列更加突出阶级压迫和物质生活上的对比。郑振铎总结故宫博物院
陈列模式的变化，“我们的博物院并不是炫耀陈列品平等丰富与精美的所在”，“乃是宣扬祖国光辉的
文化，传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的地方。不是为某一特定阶级而设立的，而是供给广大的人民们以
知识与求智的需要而设立的”①。
从收藏体系上看，在中央性艺术类博物馆的定位下，一方面全国各地代表性的艺术品进入故宫博

物院，至１９５９年故宫博物院新增艺术类文物近１４万件。大量的传世文物、考古文物和近现代文物作
为艺术品进入故宫博物院并出现在展览中，如敦煌、麦积山及炳灵寺等的精美壁画和雕塑作品②。另
一方面，故宫博物院大量不符合艺术类博物馆性质的收藏则移交给其他文博单位，又大力支持了其他
文化机构的建设，“原来博物院内有一个有着的５０万册图书的图书馆与有５８０余万件明清档案的档
案馆。为了事业发展的需要，在１９５５年后分别拨与北京图书馆、国家档案局接管，图书中只留下了博
物院需要的部分”③。１９５９年接收故宫博物院拨交文物的文博、科研单位及高校就有１６家之多，包括
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自然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等中央性大馆以及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等地方博物
馆等，拨交出文物达数万件④。内外流动打破了故宫博物院以皇室旧藏———古物、典籍和档案及建筑
为主的收藏格局。

四　结　　语

毛泽东在１９４０年描绘的新中国建设蓝图，“是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
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⑤。１９４９年后对故宫博物院的革命性改造，是新文化建设在博
物馆领域的重要实践。
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建构国家文化认同的重要心理基础。作为保存、展示历史记忆的机构，博物馆

的作用并不仅限于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将博物馆定位
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收藏机构，希望通过物质层面的改造，以达革除不适应新文化建设需要的文
化因素。因此，故宫博物院的改造无疑是对皇权文化的再次清算。实践中，用“人民性”置换了故宫博
物院建筑、陈列和藏品中隐含的封建皇权元素，在１９６１年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形式正式纳入国
家新的文化建设体系中，获得了新的文化身份。
此时期将故宫博物院定位为艺术类博物馆，虽然窄化了故宫的文化意义，但是，从全国各地调入

的代表性艺术品，使故宫博物院突破了原藏品性质的“宫廷”性，成为全国最大的艺术品宝库⑥。而中
央性博物馆的定位，也使故宫博物院在此时期享受到了更多的国家政策关照，成为全国最大的博物
馆，奠定了其后故宫博物院的地位。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　１０　２５
作者徐玲，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河南，郑州，４５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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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看，尼古拉一世时期压缩小领地贵族数量的政策，也有限制农奴制、改善农民生活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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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翁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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